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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

中国古代测绘技术发展的影响

白成军，韩　旭，傅　程

（天津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摘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学术传教”，为中国了解并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打开了一扇窗户。在测量

科学技术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固守了几千年的“天圆地方”概念，动摇了中国古代制图学所采用的“计里画方”方

式，同时协助中国完成了领先世界的全国性大地测量。基于明清之际“学术传教”活动前后中国测绘技术发展状

况，通过梳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进行的测绘科技相关活动，在对比分析基础上指出，明末清初西方传教

士所进行的科技传教活动对中国古代测绘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是有限的，“西学东渐”中传入

的测量技术和测量工具并没有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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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

古代科学文化，测绘科学技术便是其重要代表之

一。测绘科学技术是利用多种技术手段获取自然

及人工物体的空间形状、大小、位置及其相关属性

信息，并进行研究利用的技术。伴随着人类认识自

然之需求的进一步提高，测量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发展。大量证据表明，自中国秦代开始的一千多年

里，高度发达的古代中国测绘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

先于世界。

成书于公元前５世纪的《书经·禹贡》，是流传

至今最古老的经济地理学著作［１］８，书中以文字描述

的形式记述了古代中国九州的地理概念及相关的

地理经济属性；其后出土了秦代水利工程中所用的

水准仪，以及绘制于公元前４世纪的《兆舆图》、西

汉的《地形图》和宋代的《禹迹图》；元代《舆地图》

及明代《广舆图》，不但采用了科学的“计里画方”制

图方式，而且达到了可与现代地图相媲美的测绘制

图精度；唐代李荃所著《太白阴经》及宋代《营造法

式》详细记载了当时水准测量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及《孙子算经》则归纳总结

了间接测量的基本方法。此外，都江堰、紫禁城、赵

州桥等现存大型古代工程也说明，中国至迟在１６世

纪之前在测绘科技方面就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形成

了系统的测绘理论。但此时，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

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欧氏几何与非欧氏几何得到

了长足发展与广泛应用，测时、测角设备日趋精密。

与之相比，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固守着“天圆地方”的

关于地球的错误观念。

进入１６世纪，地理大发现，航海事业兴起，在资

本主义扩张的大背景下，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以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首的“学术传教”活动，为中

国了解世界科技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在测量科

学技术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固守了几千年的“天圆

地方”概念，动摇了中国古代制图学所采用的“计里

画方”方式，同时协助中国完成了领先世界的全国

性大地测量。这一活动始于１６世纪中叶利玛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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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止于１８世纪末清廷对天主教的严禁和罗马教廷

对耶稣会的解散［２］１１４。

持续约两个半世纪的“科技传教”活动，无疑

促进了中国古代测绘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中

国测绘科技近代化的进程。但不容忽视的是，直

到清末，我们仍然没能找到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按

照经纬度绘制的地图。相反，根据“样式雷图档”

相关记载，在清代皇家宫殿、园林、陵寝等大型工

程营造中，仍普遍采用中国古代传统测量仪器和

工具。在总结分析“科技传教”活动前后测量技术

发展状况基础上，对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

测绘技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客观评价，是本

文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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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对大禹治水时“左准绳，右规矩，载

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描写，

是关于中国古代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最早的记

载。《诗经》及《周礼》中“既景乃岗，相其阴阳”

“定之方中，揆之以日”“水地以县，置槷以县”“惟

王建国，辨方正位”“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

求地中”的记载，以及《管子》中“上有磁石者，下

有铜金”、《论衡》中关于“司南”的描述，说明当时

已经普遍应用“表”和“司南”进行测量定向工作。

《淮南子》中“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

说”以及《史记》中对“准”的记载，说明中国人从

汉代甚至更早就已经熟练使用“准”按照“于四角

立植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

地”的测量程序进行水准测量，并且在测量过程中

为提高测量准确度使用了类似于现代望远镜的望

筒，解决了小范围测量或工程营建中基础、关键性

的工作。《汉书·天文志》中有将入宿度和去极度

等表征天体位置的角度值实测至１／１０度的记载，

汉代的二十四向罗盘配合便捷的距离测量（如步

测和绳测）方法，为测量点位提供了便利。公元前

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三国时刘徽所著的《九章

算经》中，详细记述了利用规、矩等测量工具和勾

股定理、相似三角形原理等计算方法测算地势高

低、深远、面积、体积的基本方法。

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通过大范围天文大

地测量推翻了“影差一寸，地差千里”的错误地理分

野观，元代郭守敬在“四海测验”中发明了堪称现代

经纬仪鼻祖的“简仪”和“立运仪”。但直到明末清

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大地坐标测量问题一直未能解

决，唐代的天文大地测量及元代的“四海测验”都只

进行了北极出地高度的测量（相当于南北方位的纬

度测量），对于东西方向位置测定，元代耶律楚材首

次发现了里差的概念，但需要测量东西方向不同两

地地方时之差，一般需要比较精确的计时器和两地

同时看到的天文现象才能够实现。由于当时没有

可用的精确计时装置，清康熙年间进行的全国大地

测量仍然采用三角测量的方法计算确定，而１８世纪

法国科学家在悬赏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足见

这一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在具体工程测量技术方面，作为建筑技术专书

的宋代《营造法式》，详细记载了当时工程营造中定

向、定位、定平所采用的测量仪器和具体测量方法，

系统介绍了当时完备的工程测量技术体系［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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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７世纪，正值中国明末清初，社会处于激

烈的动荡和变革之中。此时的欧洲殖民列强，因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需，展开了激烈争夺海外殖民

地、残酷剥削和掠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活动。他

们利用“炮舰政策”直接进行赤裸裸掠夺的同时，利

用攻心战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进行渗透。因“传

教”系其主要思想渗透方式，由此产生了基督教各

修会和数量众多的海外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分布

在印度、西亚、南亚和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明清之

际（即 １６－１８世纪）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大约有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人［２］１１５。这些传教士分属耶稣会、多

明我会、方济各会等近１０个天主教组织。其中，耶

稣会士人数最多（９７５人）［４］１８、影响最大。耶稣会

士入华传教活动以１５５２年８月到达广东上川岛的

沙勿略开始，影响较大的继任者有罗明坚、利玛窦、

汤若望、南怀仁、白垩、张诚等。虽然传教的实质是

思想传入和文化侵略，但客观上对当时的测绘技术

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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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地球形说的传播

对地球大小、形状的研究是现代测量学研究的

重要内容和现代测量学定义的主要基础［５］１７。古代

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歇。公元前６世

纪后半叶，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地球

是圆球形的观点［６］２５６。大约在毕达哥拉斯后的２个

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用物理方法论证了地球的圆

球形特点。公元前３世纪埃拉托色尼进行了子午线

弧长测量，得出地球半径为６２６７千米的结论。其

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宗教寰宇观下的大

地圆盘说占据了人们的思想。直到１６世纪初，伟大

的天文学家哥白尼重新将人们的认识拉回到了大

地球形说的轨道上来。这个时候，也正是西方传教

士到中国进行适应性传教工作的开始。

对地球的认识方面，古代中国经历了从盖天说

到浑天说的交锋、发展，自西汉至唐、宋、元、明等各

个时期都进行过地理纬度测量，但“天圆地方”的思

想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７］。直到清康熙年间的全

国性大地测量，首次通过实测发现了经纬一度不等

长的事实［８］，为牛顿的地球椭圆说提供了实证［９］。

这一工作，也是在西方传教士协助下完成的。

西方传教士是通过《世界地图》将欧洲大地球

形学说传入中国的。最先将科学的《世界地图》传

入中国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１５８３年，利玛

窦居住在肇庆时，受知府王泮之托，绘制了第一幅

世界地图［１］２２９，命名为《舆地山海全图》，利玛窦在

南昌和南京居留的５年里，涉及世界地图修订的史

料记录有６处之多［２］２９７，而利玛窦在中国的２８年里

绘制的世界地图总共有１２种之多［１０］１１４。这些世界

地图显然动摇了当时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的“地平

观”，正如利玛窦所说：“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

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但更有教

育的人却不一样……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

世界的大小和形状。”［１１］金尼阁也说道：“直到利玛

窦神父来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

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

在一张地图的面上。”［１１］

另外一个能够反映大地球形学说东传的实物，

便是大量地球仪的制造。《元史》中曾经有地球仪

的记录，但直到耶稣会传教士入华的时候中国一直

未能制造过［１］２２８。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

图１　康熙朝地球仪［１３］１１１

图２　顺治朝地球仪［１３］１１０

等地传教期间，就经常在他的住所展示天球仪、地

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等天文仪器，并以此

作为礼物送给当地的政府官员，他也因此以“精于

天学或天文学”而得名［１２］３２，并且还利用铜和铁制作

天球仪和地球仪，以指出地球的形状［１１］，清代宫廷

所藏 大 量 地 球 仪 便 是 明 末 清 初 西 学 东 渐 的

实证［１３］１７。

２．先进测绘仪器的传入

在西方传教士敲开中国大门的诸多“西洋奇

器”中，包含了大量的测绘类仪器。这些测绘类仪

器大致分两类：一是测时类仪器；二是测角类仪器。

测时类仪器包括机械钟和日晷，测角类仪器包括象

限仪、半圆仪、全圆仪、望远镜等。

测时类仪器是现代大地测量的基础。众所周

知，天文大地测量、卫星定位测量及三维激光扫描

测量无一不依赖于对时间的精密测量。圭表、日

晷、漏刻是最古老的测时、计时工具。《周礼》中“大

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及“挈壶

氏掌挈壶以令军井”的记载，说明圭表、漏刻早在周

代就被大量应用。《隋书》中“司马袁充上晷影漏刻

……以验漏水之节”的记载，是史籍中关于日晷的

最早记载［６］３７９。可见，日晷等计时仪器在中国早已

有之。但这些日晷都是用于天象观测，数目较少且

都为赤道式日晷。毫无疑问，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来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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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地平式日晷，也没有如钟表

等这类机械计时器具。这一点可在《利玛窦中国札

记》一书中看出。利玛窦描述当时中国测时仪器时

说：“这个国家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

的这几种都是用水或火来进行测量的”，对于日晷

在中国的应用，利玛窦说：“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

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维度的变化摆

正日晷”［１１］。因此，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把各式各

样的日晷和钟表作为赠送官员和中国皇帝的必备

礼品。对此，利玛窦的日记中多有记载，如“在家里

绘制日晷或把日晷刻在铜版上，把它送给各个友好

官员，包括总督在内”［１１］“来参观教堂的人中，一些

人把面向道路的大钟当做新奇的东西，另一些人则

把小钟当做新奇的东西”［１１］“靠他的学生的帮助，

利玛窦神父制造了各种样式的日晷，分给了他们。

随后，他又从模子里铸了许多座，放在各个官员的

家里”［１１］。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数量众

多的、与中国传统赤道式日晷根本不同的地平式日

晷和钟表（图３～图４）。

图３　地平式日晷［１３］１９

图４　乾隆朝钟表［１３］２４０

测角类仪器是西学东传的另一类测量类仪器，

这类仪器是康熙年间全国性大地测量得以实施的

重要基础。中国汉代就出现了二十四向罗盘，《汉

书·天文志》中也有将入宿度和去极度等表征天体

位置的角度值实测至１／１０度的记载［７］，元代郭守敬

的简仪可作为现代经纬仪的先驱［１０］１０３，但没有证据

表明当时已将这类高精度测角仪器应用于大地测

量。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利玛窦当时带到中国的测

角仪器，但据利玛窦的记载，我们仍能感觉到测角

仪器给中国人带来的轰动。利玛窦在其札记中有

如下记载：“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用象限仪就能够测

出一个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的宽度，或

者一条路的长度。”［１１］此外，故宫博物院仍然珍藏着

利玛窦后继者如汤若望、南怀仁、白垩、张诚等传教

士赠送［１４］５７或帮助中国清廷制造的大量大地测量测

角类仪器，如象限仪、半圆仪、全圆仪、地平经纬仪

等（图５～图７）。这些加上望远镜的传入，毫无疑

问直接导致了康熙年间中国第一台铜质经纬仪的

问世，比英国制成该国第一台经纬仪整整早了

１５年［１５］４０１。

图５　半圆仪［１３］１３２

图６　全圆仪［１３］１３７

图７　象限仪［１３］１２２

３．参与天文测量及全国性大地测量

中国是天文、历算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

是最重视天文、历算的国家。历法为历代王朝施政

大典，大约平均２０年就要修改一次。明代沿用元代

郭守敬所编《大统历》，据此推算日食月食时刻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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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错误。藉此，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协助徐光

启、李之藻制造了大量天文观测仪器并在西法天文

观测基础上编制了《崇祯历书》［１６］４１。清代官方天

文机构钦天监在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两次大规模

天文观测，分别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和德国传教

士戴进贤任监正。以至于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

史》的扉页上引用了维也纳人弗兰茨·屈纳特的

话：“许多欧洲人把中国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另一个

原因，大概是在于中国人竟敢把他们的天文学家放

在部长和国务卿一级的职位上”［１］１，足见西方传教

士对当时天文观测和制历的贡献之大。

传教士参与的最重要的测绘活动是康熙年间

的全国大地测量。测绘由法国传教士白垩主持，自

１７０８年开始，１７１７年测绘工作全部完成。测绘人员

除白垩外，还有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以及部分中

方人员。测绘范围包括除新疆哈密以西及西藏部

分地区外的全部大清疆域，根据测量数据编绘成全

国地图及分省地图各一张。比例尺约为一百四十

万分之一的全国地形图被命 名 为《皇 舆 全 览

图》［１７］。《皇舆全览图》被李约瑟认为“不但是亚洲

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

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年间传教士协助完成的全国大地测量，首

次在全国范围内布设了由６４１处［１５］４６６大地经纬度

点组成的大地控制网。其中，５５处系利用天文观测

直接得到的经纬度点，其他点经纬度由三角测量推

算得到。由于西方时钟的应用，在中国天文大地测

量史上首次既实测了纬度（称为北极出地高度），又

实测了经度（东西偏度）。但由于钟摆不准，需要两

地同时看到同一天文现象（如月食），加之仪器及测

量人员贫乏，所以大部分点的经度是靠三角测量

（即测量边长、夹角）推算的。利用这些经纬度点作

为控制点，在野外用罗盘仪交会目标点，经实地勘

察，将地物地貌测绘出来。据此可以看出，当时的

测绘遵循了现代测绘中“先控制、后碎部，从整体、

到局部”的测量原则。

４．西式测算技术的传入

测量技术的发展与数学的进步相互依赖、相互

促进、密不可分。１６世纪前，中国数学极其发达，但

明代进入了一个严重的衰退期，明初甚至连宋元数

学家遗传下来的“天元一术”都无人知晓，以至于既

使有人有修改历法的志愿，也无法实现［１４］１１。此时

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大多具备良好的数学基础，他

们传入的西方测算技术，结束了中国古代测量数学

在封闭的条件下自我发展的历史，并踏上了逐步向

近代测算技术转变的历程［１８］。

传教士所传入的最重要的测算著作是《几何原

本》。早在１２７５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学

就由阿拉伯人传入了中国［１］３２９，但此时没有多少人

对此感兴趣。因为中国人总是习惯于用代数方法

考虑几何问题，数学上的陈述主要是用文字写出

的。明末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执笔翻译的《几何

原本》，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何

原本》对促进测量技术发展的作用正如徐光启本人

在“刻几何原本序”中所言：“《几何原本》者，度数之

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１９］４

在此基础上，又翻译了《同文算指》《测量法义》《测

量全义》等测量著作，徐光启自己编著了《测量异

同》《勾股义》等。也正是这个时候，西方的割圆术、

三角术、三角函数表、几何画法，以及比例规和筹算

等输入了中国。

清初，传教士在中国宫廷取得了较高的地位，

任钦天监监正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将对数引入了

中国。也出现了大量测算方面的著作，如邹伯奇的

《测量备要》、梅方鼎的《三角法举要》和《勾股测

量》、李鸿章著检的《测量释例》，以及翟定书著的

《测量图说》等。但康熙年间出现的清廷与教廷之

间的礼仪之争，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逐渐关闭，

学术传教被炮舰政策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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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基

督教新教传教士取代了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

传教士，掀起了新一轮的西学东传。虽然哥白尼的

日心说逐步取代了托勒密的地心说，但从乾隆中期

开始，我国出现了复古思潮，忽视科学测绘方法的

倾向显现，以至于连官方绘制的地图都不绘制经纬

线，甚至不用比例尺，测绘技术方面有要退回到１６

世纪前的趋势。

晚清最重要的测绘事件莫过于始于光绪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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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８８９年）的《清会典图》测绘。《清会典图》测绘

历时１０年，测量出了分布在县以上行政机关驻地的

全国经纬度点２０００处，测编了《清会典图》和１６个

省的地图集。纬度仍然采用传统的太阳午正高弧

定纬法，经度采用月食定经度法。碎部测量首次采

用了类似于现在的大平板仪测绘法和经纬仪配合

小平板仪测绘法。但测绘所用仪器主要为代弓绳、

指北针匣、指向管尺、半周合矩仪、矩度合象限仪、

半周分角板等，同时结合“一人正路实测，一人从小

路绕折实量”的记载［１５］４７９可以看出，中国当时测绘

地图仍主要采用一般勘测的方法，测绘技术的近代

化仅仅停留在宫廷。大量出现的同时绘有经纬度

线和计里画方网格的地图［２０］２４３，以及反映清代皇家

大型工程营造技术的“样式雷图档”中对工程营造

测量技术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从图８、图９可

以看出，当时工程营造测量中仍然采用传统的测量

方法和工具。

图８　平格法在测量和施工中的应用

图９　营造工程自制水准仪设计

¼"���

毫无疑问，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所进行的科技

传教活动对中国古代测绘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

作用。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西方传教士所进行的“西

学东渐”活动，在中国古代测量技术现代化方面做

了如下贡献：一是帮助中国人形成了科学的地球概

念；二是建立了科学投影方法；三是为全域性地图

的实测提供了技术支持；四是带来了西方先进测绘

仪器，如清宫所藏的大量西洋仪器。

从发展主线来讲，“西学东渐”活动促使东西方

文化产生交流碰撞，传入和产生的理念和思想被部

分先进知识分子所吸纳，新式的测绘仪器被宫廷接

受，出现了《崇祯历书》《黄舆全览图》等举世瞩目的

测绘成果，促进了当时中国测绘技术的发展，但大

量实事同时说明，这种促进是有限的。在“西学东

渐”后中国古代测绘技术仍然按照其原有的轨迹在

发展，先进技术、仪器主要停留在宫廷之中，并未在

更大范围传播。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测绘活动大

多依然采用传教前的技术。传教士活动对于我国

整体测绘技术的发展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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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图８、图９为故宫所藏清代样式雷图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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